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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教学与词汇教学的衔接
朱志平

提　要　留学生学习汉字的目的主要是掌握汉语词汇，达到一定的汉语阅读和写作水平。

以此为出发点，本文作了两项调查，一是欧美学生成绩测试的结果与其他留学生对比，一是三

年来两个对外汉语教学核心期刊中有关汉字教学的研究。根据调查结果，文章指出，汉字教学

要跟汉语词汇的教学衔接起来，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汉字难”的问题。基于汉字和词汇关系的

分析，本文主张在教学设计中贯彻以下原则：（1）在初级水平阶段分阶段集中进行基础汉字的

教学；（2）以意义为线索贯穿字词；（3）以语素为形式标志对汉字进行分类；（4）“举一反三”与

“条分缕析”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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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有关汉语第二语言汉字教学有两个现状

值得我们注意：一个是汉字教学研究已经在

一定程度上取得丰硕成果；另一个是非汉字

文化圈国家的学生依旧面临的“汉字难”现

实。基于对这两个现状的分析，本文认为在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中，汉字教学跟词

汇教学必须衔接起来。

一、“汉字难”与“字词并行”的挑战

汉字难，这对于非汉字圈国家的学生是

不言而喻的。不过，在日常的汉语学习中，汉

字给这些学生带来的困难究竟产生什么样的

影响，还需要通过调查来了解。

据此，我们对按水平混合母语编班的35

名中级水平学生“精读课”平时测验的成绩作

了一个调查。这批学生的汉语水平相当于汉

语言本科二年级（或相当于在中国境内学习

汉语1000 学时以上）。每学一课，他们要接

受两种测验，一种是“听答”———根据课文内

容用写的方式当堂回答问题，另一种是“听

写”———写出听到的课文词语组成的句子。

“听答”是开卷的，目的是测验学生理解课文

并迅速组织句子回答问题的能力；“听写”是

闭卷的，目的是测验学生对课文中的生词（包

括记录这些词语的汉字）的掌握程度。①每次

测验的满分是10 分，采用“扣分制”。“听答”

每错一处扣0．5 分，“听写”每错3 字扣0．5

分。这些学生来自日、韩、印尼、英、美、葡萄

牙、俄罗斯、德国、意大利9 个国家。根据他

们的母语背景，我们把这些学生分为3 组：日

韩、印尼、②欧美，并随机截取了他们的5 次

测验成绩加以统计。

统计结果显示，3 组学生的平均分值总体

呈上升趋势。这说明随着课程向前推进，学生

整体汉语水平在逐渐提高。对比“听答”和“听

写”两块成绩，我们发现，各组“听答”成绩之间

差别不大，但是“听写”成绩则由日韩→印尼→

欧美形成一个梯度：日韩学生成绩较高，印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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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次之，欧美学生最低。如图1 所示。

图1 　日韩、印尼、欧美三类学生测试成绩曲线对比图

　　图1 的三条曲线显示了统计结果。Y 轴

上的“系列1 、2 、3”分别代表“日韩”“印尼”

“欧美”这三组学生的平均成绩，X 轴上1 ～5

为“听答”成绩，6 ～10 为“听写”成绩。可以

清楚地看到：日韩学生的“听写”成绩曲线始

终紧贴10 分（满分）线，在全体学生中总平均

分最高；印尼学生虽然在开始阶段低于日韩

学生，但到后期也逐渐赶上；唯独欧美学生始

终在最低线上徘徊。

我们认为，欧美学生“听答”成绩优于“听

写”成绩，并与日韩学生不相上下，这表明他

们对课文词语的理解已经达到较好水平，而

且说明他们在汉字认读方面与其他学生同步

发展。而欧美学生“听写”成绩不如“听答”成

绩，且始终低于其他学生，这又说明他们未能

像其他学生那样，在掌握汉字认读的同时也

掌握了汉字的书写。根据江新对不同母语背

景③的外国学生汉字知音和知义之间关系的

实验研究，她的结论———具有表音文字背景

的学生记忆汉字可能依赖字音（江新，2003），

从一个侧面解释了上面的调查结果：由于欧

美学生可能是通过语音来掌握汉语词汇的，

“听答”时可以借助课本的生词表找到要写的

汉字，不需要记忆字形，因此他们的“听答”成

绩较好。可是“听写”时要把教师读出的字音

跟字形对应起来，他们就做不到了。所以，对

欧美学生来说，汉字的认读和书写是两个任

务，但现实中的汉语学习却需要他们“字词并

行”，同时完成这两个任务，这无疑是个不小

的挑战。

挑战形成的原因，从课程设置来看，是由

于目前大部分对外汉语教学单位主要依照水

平划分班级，实施“听说读写”四项技能同时

培养的教学模式，不同课型统一采用的是以

汉字为呈现形式的课本及测试卷。这种课程

设置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欧美学生的困难，

需要改进。不过，它毕竟是学习者要面对的

一个现实。从学习者自身的需求看，绝大多

数学习者的根本目标是汉语的听说读写。这

种学习需求也使得许多人把词汇作为学习的

第一目标，而忽略对汉字的学习。此外，混合

编班也会加剧欧美学生的心理负担。从图1

的曲线延展可见，欧美学生跟日韩学生之间

的这种差距可能会一直存在，伴随整个学习

过程。一直处于“劣势”对欧美学生的心理承

受能力显然是个考验。根据 Stephen D．

Krashen 的“情感过滤（Affective Filter）”理

论，当学生对学习不抱有积极的态度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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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情感过滤就上升，导致第二语言习得

的终止（Stephen D．Krashen，1995）。这种

情况在“字词并行”的班级中也是存在的，它

导致一些学生汉语学习的热情下降，甚至最

终放弃汉语学习。④

应当看到，尽管“字词并行”的现状对欧美

学生不公平，但是完全按母语分班不仅对许多

教学单位而言不现实，也不符合多数欧美学生

希望跟不同母语背景的同学用目的语交流的

愿望。同时，完全采用字词分离教学同样也不

利于中级以上水平的学生汉语读写能力的提

高。因此有必要采取一定的教学策略来帮助

欧美学生摆脱汉字带来的学习困境。

二、汉字教学研究及其成果的教学转化

非汉字文化圈学习者面临的汉字问题并

非没有受到关注。根据本文的调查，在对外

汉语教学的两大核心期刊———《世界汉语教

学》和《语言教学与研究》2002 年至2005 年

发表的论文中，跟第二语言汉字教学直接相

关的研究有12 篇，主要涉及以下内容：（1）汉

字认知的心理学研究；（2）汉字本体理论的教

学应用研究；（3）有关汉字教学法的研究。

第一类研究主要利用心理学理论在实验

的基础上讨论汉语第二语言学习中汉字结构

跟汉字认知的关系。这一类研究有两个着眼

点，一个着眼于第二语言学习者对汉字结构认

知的特点，另一个着眼于分析汉字结构对第二

语言学习者汉字认知的影响。前一种如“母语

为拼音文字的学习者汉字正字法意识发展的

研究”（鹿士义，2002）、“不同母语背景的外国

学生汉字知音和知义之间关系的研究”（江新，

2003）、“欧美学生汉字学习方法的实验研究”

（柳燕梅、江新，2003）、“拼音文字背景的外国

学生汉字书写错误研究”（江新、柳燕梅，2004）

等；后一种有“汉字的结构对称特点及其识别

加工机制”（陈传锋、董小玉，2003）、“笔画数、

部件数和拓扑结构类型对非汉字文化圈学习

者汉字掌握的影响”（尤浩杰，2003）、“部件位

置信息在留学生汉字加工中的作用”（冯丽萍

等，2005）等等。把从两个着眼点得出的结论

归纳起来，我们发现，尽管这些研究各有侧重，

但其结论却不乏共同之处：（1）汉字结构对汉

字认知至关重要，而以拼音文字为母语文字的

学生在学习汉字时往往更注重字音；（2）对具

有拼音文字背景的学生，应当注重汉字结构意

识的培养，特别是要从初级阶段开始；（3）汉字

结构意识的培养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随着对汉

字熟悉程度的上升，具有拼音文字背景的学生

也会开始关注汉字结构。因此，前一个着眼点

给我们的启示是，以拼音文字为背景的学生有

可能经过有意识的训练最终达到从汉字结构

获取字义信息的目的；后一着眼点则提示我们

培养学生从结构去认知汉字是汉字教学的最

佳途径。

第二类研究主要讨论汉字本体研究的理

论与成果在第二语言教学中的应用，如“汉字

构形学说与对外汉字教学”（朱志平，2002）、

“从汉字识别谈汉字与汉字认知的综合研究”

（万业馨，2003）、“从汉字研究到汉字教学”

（万业馨，2004）、“汉字部件区别特征与对外

汉字教学”（梁彦民，2004）等。这一类研究的

主要观点是：（1）汉字形体特点与汉字认知有

密切关系，汉字的认知有赖于正确分析字形，

所以汉字认知规律的探求应当与汉字结构的

研究结合起来；（2）汉字声符对汉字认知有较

大影响，应当重视汉字声符的教学；（3）在汉

字教学中应当关注汉字结构的区别性特征，

比如：部件形体、部件功能、部件组合样式等。

不难看到，第一、二类研究在方向上具有

互补性，即前者是从认知的角度出发，后者是

从汉字本体的角度出发，纵观两类研究的结

论和观点，我们不难把它们在一些问题上的

共通之处衔接起来，使它们得以互相印证：第

一，汉字结构对汉字的认知至关重要，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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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学生建立结构意识是有可能的，不过，正

确的汉字结构意识的培养有赖于正确分析汉

字字形；第二，由于汉字结构具有区别性特

征，在汉字结构意识的培养过程中应当引导

学生关注汉字结构的区别性特征；第三，由于

拼音文字为母语文字的学生在学习汉字时往

往更注重字音和右部件⑤，那么在汉字教学

中推行汉字声符的教学就既是有益的，也是

可行的。

这些结论充分说明了汉字结构教学的必

要性和可行性。不过，这些研究成果要推动

教学，还需要转化为教学实践所需的方法和

策略，也就是第三类研究。但令人遗憾的是，

第三类研究的文章我们只找到一篇，即“谈对

外‘理性识字法’的构造”（安雄，2003）。该文

对“理性识字法”的衡量标准在一定程度上与

第一、二类研究的目标基本相合。第三类研

究的单薄表明，尽管汉字教学研究成果丰硕，

而且研究者们在一些主要问题上也已经初步

达成共识，但是尚缺乏从教学实践的角度对

成果进行综合利用。我们认为，这种现状在

客观上是由于课程设置上的“字词并行”与绝

大多数第二语言学习者把汉语作为一个交际

工具来掌握的学习目标造成的。在主观上则

是教学设计中的字词衔接这个环节被忽略

了。既然词汇是语言学习的主要目标，汉字

作为汉语词汇的符号，其教学与词汇教学的

衔接就是教学策略研究不可回避的。

三、跨越“字词衔接”的障碍

在教学中，要把词汇和记录它们的汉字

衔接起来，面临着两大障碍：一个是汉字结构

规律与字频、词频不同步的问题，另一个是

字—词—义之间纷繁复杂的关系。

万艺玲依照汉字本身的结构规律及形音

义关系对2500 多个汉字进行了难易程度的分

级，一共分为5 级，1 级字最易，5 级字最难。

将她所归纳的字表与《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

级大纲》（简称《大纲》，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相对照，100 个1 级“全功能零合成字”分布如

下：甲级———57 个；乙级———24 个；丙级———2

个；丁级———11 个；超纲———6 个。

由于《大纲》是根据字频做出的，这个对

比结果说明，如果完全按照字频进行汉字教

学，即学到什么词就教什么字，汉字本身的结

构规律和形音义关系势必被打乱，这显然是

不符合汉字认知规律的。而如果完全按照汉

字本身的结构规律和形音义关系来进行教

学，也会有相当一批汉字在较长的学习时间

内跟词汇挂不上钩，这同样不能满足学习者

掌握语言的需求。

字—词—义之间的复杂关系，归纳起来，

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多音、多义的问题，

另一个是合成词的问题。一个汉字可能记录

不止一个词，而这些词之间有时有语音上的

差异，比如“弹（tán）”和“弹（dàn）”；即便一

个汉字记录的是同一个词，这个词可能还有

不止一个义项，比如“好（hǎo）”在《现代汉

语》词典中就有 15 个义项。根据步延新对

《大纲》单音节实词义项的统计，甲级词的平

均义项数为4．61（步延新，2005）⑥。

同时，字—词—义的复杂关系还表现在

一个词可能要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汉字来记

录。比如“玻璃”、“完全”由两个汉字记录，

“大使馆”由三个汉字记录，“粗心大意”则由

四个汉字记录。其中，双音节复合词以其数

量及语素关系的复杂尤其值得关注。在《大

纲》所收的8822 个词中，双音节复合实词占

总数近70 ％（朱志平，2005）。复合词的“多

音”和“多义”往往出现在语素层面，比如“好

像”和“好处”虽然都由“好”这个字记录，但其

中的“好”意义却不同。由于意义的不同出现

在语素层面，学习者要通过“好像”和“好处”这

两个词来分辨其中的“好”义，所以这里的“好”

难度较之“他是个好学生”、“这个问题好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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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好”要大。此外，由于记录双音节复合词的

两个汉字在意义上往往不是简单相加，所以掌

握了某个汉字的字义往往并不能举一反三。

比如“翅膀”并不等于“翅＋膀”。因此，这类词

显然是字词教学衔接的难点所在。

要克服以上障碍，在进行“字词衔接”的

教学设计时，就必须考虑几个问题：

首先，如何既满足词汇学习的需要又照

顾到汉字认知的规律。根据汉字认知研究的

结论———汉字结构对汉字的认知至关重要，

而且在初学阶段培养学生的结构意识是可能

的。因此，完全不顾汉字认知的“字词并行”

教学并不科学。而且，根据“汉字结构具有区

别性特征”的结论，在汉字学习的初级阶段引

导学生关注汉字的部件特征会起到事半功倍

的效果。

其次，采用什么方法处理教学中随处可

遇到的“多音”和“多义”现象。随着教学的深

入，“多音”和“多义”必然不可避免。如果处

理不好，结果就是“剪不断理还乱”。比如“同

字不同词”至少有两类，一类是两词间意义完

全没有关系的，如“德国”的“德”和“道德”的

“德”；一类是两词间可以通过意义关联起来

的，如“很好”的“好”跟“爱好”的“好”。对这

两类现象的教学策略就应当是，前者在认字

基础上侧重辨异，后者在辨异的同时强调词

义的关联。

第三，怎样解决合成词教学中字词衔接

的问题。由于复合词的“多音”、“多义”现象

出现在语素层面，当语素为非自由时，语素的

多义性就要深入到复合词内部才能加以分

析。根据朱志平对《大纲》3251 个甲、乙、丙

级双音复合词所涉及语素的义项调查，在

1882 个语素中，含两个以上义项的语素有

1320 个，占语素总数的70％；在1882 个语素

中，有1260 个非自由语素，占总数的67 ％。

这些非自由语素不能进入句法，它们只能通

过双音词的学习来掌握（朱志平，2005）。

安雄根据字频并兼顾字形制作了一张

《一级阅读字表》，收入汉字1440 个，以“帮助

来自非汉字文化圈的学习者更快地进入独立

阅读”（安雄，2005）。将他的这张字表跟记录

3251 个常用双音节复合词的汉字（共计简体

字1617 个）作对比，结果发现，两张字表共有

的汉字为1179 个。也就是说，《一级阅读字

表》的字有1179 个用于记录常用双音词，占

总数的82 ％。根据3251 个双音词中非自由

语素的比例（67 ％），1179 这个数字就意味着

一半以上的“一级阅读字”是用于记录非自由

语素的。因此，这些汉字难以直接进入语言

学习。

四、教学设计中“字词衔接”的原则

以上分析表明，教学设计要体现字—

词—义三者关系，实现汉字教学和词汇教学

的衔接才有可能。要做到这一点，应当贯彻

以下原则：

第一，在初级水平阶段实行“分阶段集中

识字”。“集中识字”是中国小学生识字教学

较为有效的方法，不过，它的事实前提是儿童

在入学前已经具备日常汉语的听说能力。因

此，在将这个方法移用到对外汉语教学之前，

必须根据对外汉语教学的现实对它的使用进

行改造。这个现实就是，绝大多数第二语言

学习者是“语文”同时开始学习，而且，他们的

学习目标主要是词汇。要同时兼顾学习需求

和认字的科学性，“集中识字”就要分阶段进

行。有三类汉字部件应当分阶段介入初级汉

语教学，一类是可以作为基本构字部件的独

体字。应当保证某个部件出现在它所组成的

字之前，比如“瓦、皿、臼”应当在“瓶、盆、舅”

等之前，或是同时教给学生。⑦一类是义符，

主要是偏旁部首。某个义符的教学应当跟具

有相同义符的字结合起来进行，而且要根据

新出字不断加以总结。还有一类是声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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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采用归纳法，待学生有一定积累以后，以总

结的方式分阶段集中教学。

第二，以意义为线索贯穿字词。贯彻这

个原则的前提是分析汉字构形所携带的意义

信息。意义是贯穿字词的唯一线索，由于大

多数非汉字文化圈的学习者对汉字的音义关

系接受比较快，而对汉字的形义关系不那么

敏感，从培养汉字结构认知能力和“字词衔

接”的策略出发，用意义将汉字的音和形加以

衔接就是最佳的方案。由于牵涉到字义，词

或语素的概念必然要介入，在对汉字的构形

加以分析的同时，汉字所携带的不同意义也

就自然分清楚了。比如“案”是“从木安声”，

本义是盛放食物的器具，后转指桌案，又引申

指文书、案件等等。它的声符“安”也是一个

常用字，“从女在宀下”，“宀”表示房屋等等。

分析构形有利于某个词的词义跟相应的字义

关联起来。根据万艺玲研究，2500 多个常用

汉字中可以通过构形分析来了解字义的约为

73％（万艺玲，2001 ，P62）。根据朱志平的研

究，记录3251 个常用双音词的1617 个汉字

的可分析度为77 ％（朱志平，2005，P117），因

此，这个原则具有较强的可行性。此外，汉字

形音义的分析要本着“认字为先，写字在后”

的理念。当学生对汉字的各个部件有较明确

的认识时，他（她）就基本掌握了汉字的区别

性特征，此时，局部笔画的小错就不会导致整

字不可识别。

第三，以语素为形式标志对汉字进行分

类。由于一个汉字并不总是记录一个词，要

解决字词不对应的问题，使字词教学衔接起

来，除了意义之外，还需要在形式上找到能衔

接两头的中介，这就是语素。由于语素具有

自由与非自由两种性质，根据这一点，我们可

以将要介入教学的汉字分成三类：第一类只

记录自由语素，这类汉字在书写形式上往往

与词对当，它所记录的语素单用时就是词。

比如“菜”，在“白菜”中是个语素，在“买菜”中

就是一个词；第二类只记录非自由语素，这些

语素不进入句法，掌握它们必须通过合成词

的学习，因此，记录这些语素的汉字掌握起来

难度就比第一类大一些，教学中要给予足够

的重视。比如“惭愧”的“惭”，“博士”的“博”

等等；第三类是既记录自由语素又记录非自

由语素的汉字，比如“春天”的“春”和“青春”

的“春”，“东边”的“东”和“东西”的“东”等等。

第三类的情况比较复杂，需要加以辨析，它们

中记录非自由语素的汉字字义要跟合成词的

语素结合关系的分析联系起来。

第四，“举一反三”与“条分缕析”相结合

的原则。汉语有大量的双音词用同一个汉字

记录它们两个语素中的一个。有时汉字记录

的是同一个语素，比如“欢乐、欢送、欢喜、欢

迎”共用同一个语素，由“欢”这个汉字来记

录；有时汉字记录不止一个语素，比如“事情、

情况、情报”和“爱情、感情、情绪”都由“情”这

个汉字记录它们的一个语素，但是前三个词

中的“情”和后3 个词中的“情”不是一个语

素。在字词教学的衔接中，记录“同形语素”

的汉字既是可利用的资源，又可能造成混淆。

说它有利用价值，是因为学会了一个汉字就

可以“举一反三”，了解一批词里的汉字。比

如在《大纲》甲、乙、丙3 个级别的3251 个双

音复合词中，由“人”这个汉字记录的词就多

达45 个，但是它们之间也常常造成混淆。根

据朱志平的调查，在1000 多例双音词的误用

中，“同语素”双音词的混淆占47 ％（朱志平，

2004）。比如“人物”这个词就常常被学习者

简单地跟“人”等同起来。要避免混淆，就要

关注辨异。比如对“同形异素”区分，例如“德

国”的“德”跟“道德”的“德”，“调动、强调、调

节、调皮”中的“调”；再如对“同素不同义”的

区分，例如“口袋、口号、口气、口试、口头、口

语、窗口、港口、借口、路口、门口、人口、伤口”

这13 个用“口”记录语素的双音词，它们所含

的语素“口”涉及5 个义项：表示“嘴巴”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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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号、口气、口试、口头、口语、借口”；表示

“东西进出的地方”的“口袋”；表示“出入通过

的地方”的“窗口、港口、路口、门口”；表示“破

了的地方”的“伤口”，以及表示“带口的人的

计量”的“人口”等等。要辨析这些意义上的

差别，就需要把“举一反三”和“条分缕析”结

合起来，一方面利用“同字”鼓励学生联想，另

一方面要引入辨析，这样，字词教学才能真正

衔接起来。

附注

①“听写”并不是汉字测验，但由于它要求学生用汉

字形式写出词语，在客观上起到了要求学生在掌

握词汇的同时也掌握汉字的作用。

② 四个印尼学生均为华裔，有一定的口语背景，但

口语水平参差不齐。

③ 江新的被试者来自日、韩、印尼、美国，试验结果

显示，日韩学生知音与知义之间没有关系，印尼、

美国学生知音与知义之间有密切关系。我们这

里的印尼学生为华裔，带有其他变量，故不纳入

讨论。

④ 在本文调查的班级中已有一名英国学生因跟不

上进度而中途退学。

⑤ 冯丽萍等的实验结果表明右部件和下部件在留

学生汉字加工中作用较强，而多数声符在右。

⑥4．61 是笔者对步延新统计表进一步统计得出的。

⑦“盆、舅、瓶”分别为《大纲》的甲、乙、丙级字，而

“瓦、皿、臼”为超纲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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